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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能否正确解决，关键在
于能否制定和执行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土地革命政策的关系，学界已有不少研
究成果，大多侧重于共产国际对中共土地革命政策的指导作用及其“左”倾错误的影响，尤其是在土地所
有权①和富农政策方面。②已有研究多强调中共对共产国际有关土地政策指示和决议的盲目遵从。诚
然，根据共产国际章程和有关纪律，对于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共产国际各支部必须遵守并立即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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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怎样对待富农，是中共土地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共六大通过的中立富农
策略，既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制订的，也是瞿秋白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的结果。1929年共产
国际《六月来信》照搬苏联消灭富农和反右倾的做法，强制中共执行反对富农路线，后又提出
“富农分坏田”等从经济上消灭富农的政策，严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
失。面对困难和挫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同时，不
断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富农政策。共产国际七大之后改变了过分集中的领导方式，毛泽东等
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土地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解决了富农问题，
保证了土地革命胜利，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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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①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不能例外。但是，当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议脱离中国实际、
给中国革命带来不利影响甚至严重损失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探索
符合本国国情的土地政策，推进中国革命的发展。
在土地革命中，怎样对待富农是中共土地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富农采取的政策正确与否，
是关系能否团结中农、更好地消灭地主阶级的问题。②本文拟以富农政策为例，探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
在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同时，不断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期对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命题有所裨益。
一、中共六大与“中立富农”
共产国际起初并未重视中国的富农问题。1927年的八七会议讨论《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草案
时，毛泽东提出：“对于什么是大中地主，应当定出一个标准”，“自耕农问题。富农、中农的地权不同。农
民要向富农进攻了，所以要确定方向”。③可是，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反对讨论，会议没有
就对待富农、划分大中小地主等重要问题提出具体政策。八七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虽
然规定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但各根据地在最初的土地革命实践中难以实行，大多采取“没收一
切土地”的政策，严重侵害了中农和富农的利益。有的根据地还“用赤色手段威胁富农，使（其）不敢帮助
地主阶级”。④毛泽东在井冈山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由于执行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中间阶级（小地
主、富农）在革命高涨时受到打击，白色恐怖一来，马上反水”，“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
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现在全国是反革命高
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
在严重得很。”⑤毛泽东认为产生这一困境的原因是“富农觉得平均分和按劳动力分两种方法都于他们不
利。他们的意思，在人工方面，他们愿意多努力，加上资本的力量，他们可以多得收获。若照普通人一样
分了，蔑视了（闲置了）他们的特别努力和多余的资本，他们是不愿意的”。毛泽东提出可以考虑向“自耕
农中之富农”作出某些“让步”。⑥
1928年 6月 18日至 7月 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农民运动决议案》，指出要根据
富农对革命的不同态度采取不同策略：“凡富农现在已成为反动力量的地方，那么反富农的斗争，应与反
军阀，反地主豪绅的斗争同时进行。在富农还没有消失革命的可能性，因受军阀官僚的压迫而继续斗争
的时候，共产党应企图吸收富农于一般农民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斗争之内。”而“当富农动摇于革命与反
① [匈]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第76页。② 相关研究如赵增延、赵效民、李炳俊：《土地革命中阶级政策的变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历史研究》1983年第 3
期；马功成：《共产国际与中国土地革命中的过“左”政策》，《四川师大学报》1986年第 5期；王明前：《试论共产国
际、联共（布）对中共土地革命的指导》，《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③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73页。④《中共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一九二七—一九
三七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72页。⑤《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70页。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1页。
80
革命之间的时期，在不妨碍贫农雇农斗争范围之内，党不应该故意加紧对富农的斗争，使其更快的转入
反革命方面去，而变成革命的积极的仇敌”，并强调：“党在目前阶段中的任务，乃在使这种富农中立，以
减少敌人的力量。”但同时又指出：“贫农与富农的斗争应同时进行，决不能因联合战线而对富农有所让
步”，“无论任何条件之下，要特别注意于贫农中的工作，防止富农的夺取农民组织的领导权。”①《农民运
动决议案》的草案由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起草，参加者有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沃林、约尔克、弗雷耶尔、米
夫及中共代表苏兆征、向忠发，并在征求斯大林、布哈林、皮亚特尼茨基、伏罗希洛夫和加拉罕等主要领
导人的意见之后交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②瞿秋白在其起草的《政治议决案》中再次强调，党在农民运
动中的主要任务之一，“战术的路线是：主要的敌人是豪绅地主，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
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因为这就混乱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主要矛
盾。但是并不是说要抛弃对于富农半地主的阶级斗争。”③其实，中立富农的政策“正是瞿秋白一直坚持
的。瞿秋白认为，在中国土地革命中，不但不能反对富农，甚至有时还要推行联络富农的政策。如果强
调反富农，将使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基础缩小，可能招致失败的危机”④。
中共六大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制定的中立富农的策略基本上是正确的，有利于集中力量打击土地革
命的主要目标——地主阶级，有利于扩大革命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但也有缺点和不足，如对富农性质
的认识不是十分准确，夸大了富农的封建性，称之为“半地主”；对中立或联合富农的问题没有具体规定；
对富农政治上走向反动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等。
六大会议精神在1928年年底至1929年年初，陆续传达到各根据地。对于六大没有解决的一些具体
问题，做实际工作的毛泽东等人在实践中进行了探索。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和闽西地区深入开展调查研
究工作。1929年 4月，他主持颁布了《兴国县土地法》，将 4个月前颁布的《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
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7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
会就有关富农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对富农在革命初期时间——向豪绅斗争最激烈时间，不没收其土地，
并不派款，不烧契，不废除其债务”，“在农村中贫农群众对于富农的斗争已经起来的时候，党应帮助贫农
分配富农的土地”，但“不是要过分的打击他们”，只是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即“抽多补少”。“富农
凡亲自劳动者可以参加政权，但需防止他们在政权中的领导（不要使他们当选为政府及农会的委员）。”⑤
大会还提出禁止放高利贷、不准抬高粮价和提高雇农工资等在经济上限制富农的办法。⑥鄂东北地区，
鄂东北特委制定了《临时土地政纲》（1929年 6月），规定“中小商人得享其资本企业，富农得享其土地；中
小商人有营业自由权，富农有自由耕种权”，“中小商人及富农均有苏维埃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当选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56～357页。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 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
第496页。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21～322页。④ 张秋实：《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279～280页。⑤《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政治决议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一九二七—一九三
七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115～117页。⑥《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一九二七—一
九三七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121～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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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得超过全体执委七分之一”。①鄂豫皖地区、鄂豫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群众运动决议案》，
提出要“正确地运用党对富农的策略”：
1. 在开始斗争的地方：（1）宣传土地革命的对象是地主阶级，同时极力宣传豪绅地主对富农的
压迫。（2）对富农可酌量情形实行减租减息，但在宣传上仍是抗租债。（3）对于富农剩余的粮食须限
制价格和禁止出境。（4）禁止对富农罚款勒捐。
2. 斗争发展的地方（苏维埃区域）：（1）分配富农剩余的土地。（2）对于反动之富农与地主一样
处治。（3）同情革命的富农应有苏维埃的选举权而无被选举权。②
二、共产国际《六月来信》与“反对富农”
1927年下半年，苏联发生粮食收购危机。同年 1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尽量
开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继续对富农开展进攻，并采取种种办法来限制农村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引导
农民经济循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随后，对富农“实行坚决的进攻”，开展集体农庄运动。斯大林认
为“右派是富农在党内的代办”，因而“集中火力反对右倾”。③随着联共（布）党内反右斗争的全面展开和
消灭富农政策的实施，共产国际对中国富农问题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切“以克里姆林宫主
人的颜色为转移”的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似乎觉得莫斯科正在反右倾，中共就不能专反盲动主
义，莫斯科在反富农，中共也就不应例外。”④
1929年 6月 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写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中，批评中共六大提出
的“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和其后提出的“联合富农”的口号“犯有严重的错误”，认为“中国富农在大多
数情形之下，都是些小地主，他们时常用更野蛮更残酷的条件以剥夺农村中之大多数的基本群众”。据
此提出坚决反对富农的任务，“全党之当前的任务是要发展农村无产阶级运动与联合农村贫民群众。这
个任务的解决，必要‘不顾虑’富农，不要畏惧‘他离开革命’”，“不能对于富农有任何的让步。即或富农
还在参加反苛捐杂税及反军阀战争的运动，党对于这种富农仍然不能改变自己之一般的路线。”⑤共产国
际的指示夸大了中国富农的封建性和反动性，生搬硬套联共（布）的路线和政策，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
主义革命的界限，严重脱离了中国革命实际。
在起草该信的讨论过程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主张继续坚持中共六大通过的富农
策略，认为“反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斗争，在现在革命的阶段上这种斗争客观上没有加紧的必要和事实，
尤其是对于中农，因为雇农苦力的主要雇主不是富农和中农，而是地主绅商及军阀制度下的官厅。如
果认为这种斗争（反对富农中农雇主）是现在的中心口号，那就的确是要混乱农民和地主的主要矛盾，
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95页。②《中共鄂豫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群众运动决议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一九二七
—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148～149页。③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8年，第355～362页。④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433页。⑤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 1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18～5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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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等于否认中国的封建余孽有统治地位”①。米夫则谴责“大会的政治决议案中有关不要激化同富农
的斗争的规定，并未反映农民问题决议的真实意义”。②两人“反复辩难，相持不下”③，最后瞿秋白做了
让步。
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指示信后，“经过热烈的辩论后，李立三等同志才放弃自己对待富农的立场，
并完全承认共产国际信中所阐述的观点是正确的。”④中共中央于 1929年 9月 1日在中央机关刊物《布尔
塞维克》发表了《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承认“在过去策略上发生错误的问题，
就是富农问题”，认为“中国富农兼有或多或少之半地主半封建的剥削，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就是动摇
妥协以至反革命”，所以“党的策略决不应企图联合富农在反封建势力的战线之内，而应坚决的反对富
农”。⑤决议要求把这一精神广泛传达到农村党部。
1929年 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再次批
评中共对富农性质的认定：“党的领导长时期认定，在中国资产阶级的农业阶层和资本主义阶层之间存
在着根本性的意见分歧。对富裕农民的态度和把富裕农民分成封建主义分子和资本主义分子的倾向同
样都是错误的。”⑥
1929年 12月 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六十号——执行武装保护苏联的实际策略》，认为“富
农领导已经成为各地阻碍斗争之极严重的危险，必须坚决执行反富农的斗争，肃清富农在斗争中的影
响，把富农从农民组织中，特别是党的组织中与苏维埃政权内驱逐出去，必须这样才能深入土地革命，执
行武装保护苏联的任务”。⑦1930年 1月 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指示信的决议》中，又强调“党应坚决的肃清乡村党内的富农，排斥农会中游击队中的富农分子”。⑧2月
26日，《中央通告第七十号》再次指出：“反富农路线的斗争是深入土地革命的先决条件。”⑨
中共中央决议和共产国际指示下达后，一些根据地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了反富农的政策。如 1930年
6月，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关于富农问题的决议，认为在经济上，“富农的剥削比较地主更加
残酷”；在政治上，“这个阶级自始至终是反革命的”。必须同反对地主一样地反对他们，“没收一切土地，
废除一切债务”。为了防止富农把持肥田，应该于“抽多补少”之外加上“抽肥补瘦”的原则，还采取平谷、
筹款、重税等过“左”的政策。决议还说，党的领导机关里“不论什么地方，都充满着富农分子”，因此必须
“无条件的开除富农及一切富农路线的人出党”，肃清富农路线。⑩同年8月2日，中共广西东兰县委发布
①《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58页。②《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4页。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435页。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 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
第232页。⑤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377、379页。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 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
第194页。⑦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504页。⑧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1页。⑨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1页。⑩《富农问题——红四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1927年－193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267～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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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问题》，指出土地革命的第一目标是地主阶级，富农为土地革命的第二对象，地主消灭后，“即
可没收富农的土地”。①8月 8日，湖北省黄安县苏维埃政府发出“通令”第十二号，关于反对富农问题，作
了七条规定，其中第一至三条规定：没收富农土地为苏维埃政府管理，按照其家庭人口食粮需要酌量分
配一份土地借其使用；从斗争中开除富农；按照富农所有，酌量征发金钱、粮食、工具等。②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提出的反富农的观点和主张有所保留，特别是对于富农的特
点，没有将其视为小地主，仅说是“中国农民的上层分子”，“一般的说不是纯粹的乡村资产阶级，而是兼
有或多或少之半封建半地主的剥削”，并强调：“目前党在农村中主要的任务是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反军阀
地主豪绅的斗争”。③1930年 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暂行法》，是中国共产党接到共
产国际反富农指示信以后颁布的一个重要土地法令，仍然坚持富农与地主区别对待的原则：“凡占有土
地自己不能耕种，利用来榨取地租者，都是地主。这样的地主的土地，一律没收”，“富农占有土地，除自
己使用外而出租一部分给他人耕种者，出租部分的土地一律没收。”④在关于《土地暂行法》的宣传纲要
中，明确提出“根本消灭地主私有制”和“限制富农的发展”，⑤亦可看出对地主与富农政策的区别。同年
9月，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党指示的路线，指出：“对富农有两种左倾毛
病。在经济方面没收富农的土地，在政治上杀尽富农，这不但不应如此对待富农，在目前这样做，更加要
动摇中农的。中农在经济发展上是有可能变为新的富农的，但今天决不能使中农离开我们，而减弱了农
民的革命力量的。”⑥
《土地暂行法》规定限制富农的政策在一些根据地得到贯彻执行。如湘鄂西地区，1930年 10月湘
鄂西特委第一次紧急会议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对于富农的土地“只没收所余出佃坐收
租谷者一部分”⑦。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富农斗争决议案》（1930年 9月），总结了过去
反富农策略的错误，“就是反富农变成打富农”，“过去各地政府都采取打土豪方式去打击富农的，如派
款、罚款、逮捕等，甚至看人家买猪肚而指为富农，这样只打击富农个人的方法，结果不独富农恐慌，一
般中农贫农因受富农煽动，也同样发生恐慌，以为苏维埃政府不容许农民有一点积存，这样是会使苏维
埃脱离群众，而且会妨碍社会生产。”大会根据过去的经验，确定反富农的正确策略：“反对富农路线，在
经济上限制富农各种方式的剥削，不是打富农，更不是反对某一个富农。”⑧闽西、赣西南等根据地对富
农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和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办法，虽然不及《土地暂行法》提出的只没收富农的
出租土地的政策更有利于保存富农经济，但还是给富农一定的经济出路。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作了
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
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当时只有我这办法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纪事（1927－1937）》，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179～180页。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纪事（1927－1937）》，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180页。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374、376页。④《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260页。⑤《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263页。⑥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72页。⑦《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348页。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306～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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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 2月 8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布第九号通告《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
明确提出“反富农不是消灭富农”，反富农斗争是要“肃清富农在农村中的政治影响及经济上的剥削”，
批评“在反富斗争的口号下曾发生一种急性病的错误观念，以为现在单是反富农还不够，我们要消灭富
农方能够保障农村中永远无斗争。这是完全不懂得现在中国革命的阶段，不懂得列宁主义的运用”，强
调“现在尚不是消灭富农阶段，而且也绝不可能”。同时批评了以财产多寡作标准的做法，强调决定富
农的正确条件，“是以剥削关系来决定，如雇佣工人，出租土地，放高利贷，囤买囤卖，及用一切方法来剥
削人的”。②
上述情况表明，共产国际关于加紧反富农的指示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完全贯彻。
三、“富农分坏田”
如前所述，1930年 5月《土地暂行法》规定，对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也要没收，没收的土地“一律归苏
维埃政府分配给地少与无地的农民使用”③。但是，同年 10月，在《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
共中央的信》中，共产国际指责《土地暂行法》“只有被没收的地主土地，才实行平均分配”，没有把富农的
土地放在被平分之内，“这是不对的”。④11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苏维埃区域土地农民问题议决案
草案》进一步指责说：这种“散布只平分已没收的地主土地的原则，不运用平分一切土地的原则”，是“分
配土地中之右倾的富农倾向”，提出要“坚决的反对右倾，右倾为目前主要的危险”。⑤12月，共产国际继
续批评中共在土地革命斗争中的“富农倾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马季亚尔发言指责中
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六月来信后，“没有做反富农的斗争”，把这个指示“隐藏起来了”，并且“又做了不少
错误”。⑥12月 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委员、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领导人盖利斯致函别尔津，提到
“地主和富农死死抓住以前的特权不放，并采取一切手段使土地革命陷入瘫痪和缩小它的规模”，“善良
的地主在分配土地时也可以分得自己的一份。好地都给了富农，而坏地分给了贫农和雇农。有些地方
的雇农的境况相当凄惨，他们分得了土地，但没有农具。”⑦不久，共产国际向中共提出了“富农分坏田”的
政策。
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于1931年2月在为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的《土地法草案》中
① 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页。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377～378页。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260～261页。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 1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55页。⑤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630页。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 1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04～405页。⑦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 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
第5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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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富农的土地“亦须同样没收与分配”，“富农在被没收土地后，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不过有
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用自己的劳动力去耕种这些土地”。①张闻天于同年 4月 18日撰写的《平均分配
一切土地及其他——答湘鄂西特委的信》中明确指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是“国际东方部的主
张”。②中共中央于 1931年 2月 17日、19日，分别致信鄂豫皖边特委和赣东北特委，指示对于富农只能
“给他以坏的土地”。③6月，中共中央向各根据地发出训令，指示“富农原有的土地，或分得较好的田
地，必须没收，只有在他愿意自己耕种的条件下，可分配他一份坏的耕地”④。此后，各根据地相继贯彻
“富农分坏田”的政策。
1931年 3月 28日，远东局致函共产国际执委会，反映闽西苏区土地革命存在所谓“抽多补少，但不
抽肥补瘦”的问题：“一方面，土地是根据数量进行分配，而不考虑其质量。另一方面，不抽‘好的’富农、
大地主和绅士的土地来补给‘坏的’贫农或农业工人。”⑤同年 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关于中
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要求中共“还必须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这个主要危险”，指责“在苏区内，右
倾机会主义同剥削分子同流合污……并在实质上支持富农的解决土地问题方案”，重申了“富农分坏田”
的政策：“原属于富农的土地则应分给贫农、中农、雇农、苦工和红军战士。未参加反对苏维埃武装斗争
的富农，只能得到自耕的份地，但不能分好地”。⑥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确认了《土地法草案》中对“富农分坏田”的相关规定。
共产国际不仅要求“富农分坏田”，还要求按劳动力分配。共产国际认为“富农方面常常是大家庭居
多，也有几代一家”，按人口平均分配对富农有利，因此要“采用劳动率的原则来分配土地”。⑦1931年 3
月 15日，《共产国际》杂志编辑、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部长库丘莫夫在为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书记曼努伊尔斯基准备的书面报告中批评说：“在很多地方直到最近土地仍然在小地主和‘开明’
绅士手里，平分土地只有利于富农，而损害贫农和中农、雇农和苦力的利益。”⑧
此外，前述 1931年 2月共产国际远东局参与制定的《土地法草案》特别指出：“苏维埃政府同时应严
禁一切投机与旧土地主收回土地的企图。”⑨根据《土地法草案》制订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修
改为“苏维埃政府同时应严禁富农投机与地主买回原有土地”。所谓“严禁富农投机”，按照中共中央的
解释，不准富农“买人家的田”。⑩也就是说，即便有些富农拥有一定数量的多余粮食和资金，也不能购买
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383页。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411页。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386～387页。④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15页。⑤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 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202页。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50、160页。⑦《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苏维埃区域土地农民问题决议案草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
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97页。⑧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 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171页。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384～385页。⑩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纪事（1927－1937）》，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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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和雇佣工人耕种这些土地。这样，富农在经济上的出路完全堵死，也即从经济上消灭富农。
对富农的过分打击造成了严重后果，“捆绑吊打逼死富农的事到处发现”①。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大
搞唯成分论，也造成许多党员、干部、战士因地主富农出身，被肃清甚至被杀，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在
困难和挫折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在实践中探索适合国情的革命策略。1931
年 11月初，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
指责“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
——右倾”，②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但毛泽东运用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这一职务，对过“左”政策尽力作了抵制和斗争。在查田运动过程中，毛泽东强调
要正确划分富农与地主：“富农与地主有分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所以对地主取消灭的
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因此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同时不应该把富农成分当做地主待
遇。”同时指出：“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查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③为
了指导查田运动正确开展，毛泽东按照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
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于 1933年 10月经中央政府通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标准。这
两个文件对如何划分地主、富农与富裕中农的界限作了明确规定，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没有解
决的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规定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以从事主要劳动满四个月与不
满四个月作为劳动与附带劳动的分界（即富农与地主的分界）”；以剥削分量作为富农与富裕中农的分
界，剥削收入的分量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 15%者为富裕中农，超过 15%者为富农。毛泽东强调，
在查田运动中，许多地方把富裕中农当做富农处置，这是不正确的，“应该即刻改正”。④1934年 1月，在
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又提出了“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剥削（削弱）富
农，与消灭地主”的正确的阶级路线，把“反对富农”等口号改为“削弱富农”，提出“苏维埃政府对于那些
侵犯中农（主要是侵犯富裕中农）及消灭富农的错误倾向，是应该严厉的给予制裁”。⑤毛泽东的这些主
张虽然无法得到完全贯彻，但为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提供了科学基础。
四、正确的富农策略
在筹备共产国际七大的过程中，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于 1934年 7月 1日在《就代表大会
第二项日程给委员会的信》中指出：“考虑到莫斯科要在一切问题上有效地领导处于各种不同情况下的
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546页。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48、463页。③《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0、271页。④《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127～129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册，中共中
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 549～552页。所谓主要劳动，“是指从事生产上主要工作部门的劳动，如犁田，莳田，
割禾及其他生产上之重要劳动事项。但不限在农业生产方面，如砍柴，挑担及做其他重要劳动工作，都是主要劳
动”；所谓非主要劳动，“是指各种辅助劳动，在生产中仅占次要地位者，如帮助耘草，帮助种菜，照顾耕牛等”。⑤《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742～7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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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
共产国际的六十五个支部，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改变共产国际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①曼努伊尔斯
基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总结》中也承认：“我们有这样的缺陷：把一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机械的
搬到别国共产党中去”，“我们往往机械的处理我们运动中的问题，把共产国际最强支部的当前任务，也
同样的向弱小的共产党提出；我们又时常没有顾到各国运动的特点，及其政治水平和革命成熟的程
度”。②出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需要，共产国际七大对其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作了重大调整。会议通
过《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的决议》，对各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关系问题作了重新规定：
（1）在把活动重点转移到制定世界工人运动的基本政治、策略路线的同时，要在决定任何问题
时，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出发，而且一般说来，要避免直接干涉各党的内部组织的
事务；
（2）有系统地帮助各国党造就和教育干部及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使各国党在形势急剧转
变的关头，能够根据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和执委会各次全会的决议，独立地、迅速地正确解决共
产主义运动中的政治、策略问题；
（3）在各国共产党向政治敌人进行思想斗争时给予有力帮助；
（4）帮助各国共产党运用本身经验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但要避免机械地把一个国家的
经验套用到另一个国家，避免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5）保证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同共产国际各支部之间更紧密的联系，办法是共产国际各最重要的
支部的权威代表更积极地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日常工作。③
七大之后，共产国际改变了过分集中的领导方式，停止召开执委会会议和执委会扩大会议，取消了
向各党派遣全权代表或指导员的制度，解散了各区域书记处和区域局，执委会只同各国党的最高领导机
构联系。
共产国际领导体制的改变，为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富农策略创造了条件。共产国
际七大会议精神于 1935年 11月下旬传到中国。中共中央于 1935年 12月 6日发布《关于改变对富农策
略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正确分析了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指出 1929年共产国际关于加紧
反对富农的指示“已经不适当了”；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指出：加紧反对富农“常常造成消灭富农的倾向，
以致影响到中农群众，使他们不安，他们对于发展生产力减少兴趣”，这样“不但会推动富农积极起来同
豪绅地主联合反对苏维埃政权，而且给他们造成了附和他们的中农群众”。《决定》根据富农的不同情况
采取不同的政策：在白区，党“应该联合整个农民，造成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故意排斥富农（甚至一部
分小地主）参加革命斗争是错误的”；在苏区的土地革命中，只没收富农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
“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富农扩大
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用工人等）与发展工商业的自由”。《决定》还规定，对于积极参加苏维埃
革命的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应采取欢迎的态度，“他们应该受到苏维埃工作人员同等的待遇，取得
①《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335页。② 曼努伊尔斯基（当时译为曼努意斯基）：《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总结》，东北书店，1949年，第71～72页。③ [英]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1929－1943）》，李匡武译，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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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①《决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待富农政策的转折。
1936年 7月 22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明确规定：“富农的土地及其多余
的生产工具（农具、牲口等），均不没收”，当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土地也当拿出一起平分，但富农应照
一般平分条件得到土地（即与一般农民得到同等土地）”。②富农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结语
列宁指出，各国共产党人“都必须考察、研究、探索、揣测和把握民族的特点和特征”，把基本原则“在
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和运用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特别是“在东方那些人口
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③遗憾的
是，列宁去世后，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并未遵循这一原则。就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的富农政
策而言，中共六大通过的中立富农的策略，既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制订的，也是瞿秋白等中国共产党
人坚持的结果。1929年共产国际《六月来信》照搬苏联消灭富农和反右倾的做法，强制中共执行反对富
农路线，后又提出“富农分坏田”等从经济上消灭富农的政策，严重脱离了中国革命实际，给中国革命造
成严重损失。面对困难和挫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同时，不
断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富农政策。共产国际七大之后改变了过分集中的领导方式，毛泽东等中国共产
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土地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解决了富农问题，促进了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形成。
责任编辑：李光伟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83～588页。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8页。③《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6、6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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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ion for the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about the legal system led by the CPC since then.Keywords: Central Soviet Area; the legal system building;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CPC's Policies for Rich Peasants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Zhou XuexiangAbstract: How to treat rich peasants is an important issue of the CPC 's Agrarian Revolutionaryline. In 1929,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June Letter" copied the Soviet Union's practice of elimi⁃nating the rich peasants and anti- rightist, and forced the CPC to implement the anti- rich peasantline. Later, it proposed that the "rich peasants get the bad land" and other policies to eliminate therich peasants economically, which seriously deviated from the realit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caused severe damage to the revolution. Facing difficulties and setbacks, the leaders of the CPC, rep⁃resented by Mao Zedong, continued to explore the policies for rich peasants in line with Chineseown realities while implementing the directive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fter the SeventhWorld Congress,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hanged the over-concentrated leadership style. Mao Ze⁃dong and other Chinese communists combined the Marxist principles with the concrete reality of theChinese Agrarian Revolution, correctly solved the problem of rich peasants, ensured the victory of theAgrarian Revolution, and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united front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Keywords: compliance; exploratio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he CPC; the policies for richpeasants
On the Origin,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oetics between School of Ge-shi
and School of Fu-gu in the Tang DynastyQian ZhixiAbstract: The poetics of the School of Ge-shi is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Nature and Inspira⁃tion, which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heories of Rhymed Literature and Unrhymed Writings. Itstheories start from the discussions on poetic prosody and parallelism, through poetic form onto poeticworlds. The School of Fu-gu, on the other hand, rises with the clarified ideas of writing in ancientairs, or ancient styles in the early and high Tang. When it comes to constructing poetic history, themost popular theories in the Tang Dynasty belong to the School of Fu-gu, distinctly confronted byideas held by the School of Ge-shi, which are built on the stance of modern poetic style developedduring the Qi-Liang era.Keywords: poetics in the Tang Dynasty; school of Ge-shi; school of Fu-gu; constructing poetichistory
Retrospec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Holistic View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Yang JianlongAbstract: Thinking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xt of literary history it⁃self, the holistic view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analyzed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through putting it into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emphasized and em⁃phasized the internal research of the art form of literary history. The literary history edited by HuangXiuji, Tang Jinhai, Zhou Bin, Gu Bin, and Yan Jiayan were all influenced by the holistic view of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Some scholars reflect on and explore the holistic view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criticize the shortcomings and shortcomings of this concept.However, the contribution and value of the proposal of the holistic view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20th century are still indispensable.Keywords: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holistic view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Qianlong's Intercourse with "the Two Old Men
from Jiangsu and Zhejiang" during Qianlong's Southern ToursLiu HuanpingAbstract: During the first four southern tours, Emperor Qianlong gave Shen Deqian and QianChenqun, the two old men from Jiangsu and Zhejiang, special grace through reward rank, salary,plaques, poetry, etc. The story that happened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ministers in the specific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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